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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选才用才育才史话

20世纪40年代，由吴文藻、费孝通等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大师

创建了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开展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学术界产生

重要影响的调查与研究，为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奠定了深厚的学科基

础。悠久的学科历史、优秀的学术传统、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云南大

学民族学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创造了难以替代的发

展条件。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
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使命。由云南省委组织部、云南省党
建研究会编著的《云南组织工作口述
史》书籍共39章，收入140多篇回忆文
章，总计 70余万字，记述了从 1926年
11月中共云南特支成立，到 1950年 2
月云南解放后中共云南省委成立、云
南省委组织部建立，再到 1978年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云南组织工作重新走
上正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发展
的过程。该书严格遵循党的三个历史
决议，从亲历者的角度，回顾了云南组
织工作近百年艰苦卓绝、勇毅前行的
奋斗历程，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的常
态化长效化提供了新素材。

如果说党的文献是记载党的历
史的骨架，那么党的历史亲历者、见
证者的口述、回忆资料，无疑就是血
肉，正是由于他们的记述才使党的历
史更加丰满、生动。早在 1937年 5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红军长征胜
利不久，就由毛泽东、朱德署名，中央
军委发布了《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
的通知》，发动各革命根据地对相关
文件材料进行广泛的征集工作，并发
动老红军、老干部撰写回忆录。1949
年，中央军委又发出征集革命历史文
件资料的《通令》，要求各野战军在战
斗和胜利进军空隙，收集革命历史文
件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多次
号召并积极组织开展党史资料征集
工作，《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的出
版，无疑是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工作方
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本书编著
者从浩繁的史料中耙梳有关云南党
组织的回忆文章，采访健在老同志，
反复比较核对，记录下鲜活、生动的
组织史资料。这些资料较为完整系统
地记载了云南组织工作百年发展历
程，弥补了云南组织史料的空白，为
研究云南组织发展和云南党的历史
提供了支撑。

党的历史承载着党的一切活动，
是党一路走来的真实体现，是我们党
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
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的历史是中
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
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
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
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
辉煌。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党的事业需要不断接续奋
斗，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真
实生动的口述史料，无疑为我们的党
史宣传教育提供了更多真实可信的历
史细节，借由原始、鲜活、生动、准确的
党史资料，还原历史、再现历史。亲历
者们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
伟大实践，作为参与者、见证人，他们
的回忆录、口述不仅能为编写党的历
史和进行党史研究提供宝贵的第一手
材料，更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
青少年的绝好素材。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
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
养剂、最好的清醒剂。《云南组织工作
口述史》中记述了云南省委首任组织
部部长刘平楷，对党忠贞不渝，被捕入
狱后把监狱当战场，临终前在给妻子
的信中发出“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解
放而死，我心甘情愿”的诤诤誓言，展
现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组织工作
者为党的事业甘洒热血、不怕牺牲的
优秀品格。品读《云南组织工作口述
史》，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
青少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学习领
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
初心使命，更加坚定对党的历史伟业的
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
责任和使命。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二级巡视员、研究员）

“魁阁精神”引领下的学术坚守

1938年 3月，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
熊庆来在武汉开会期间，从教育部次长
顾毓琇处得知“吴文藻亦可南来工作”，
随后便极力邀请吴文藻到云南大学任
教，多方斡旋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同意资
助云南大学增设社会学讲席并由吴文藻
负责课程教学。1939年，教育部批准云
南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吴文藻担任系主
任，并取得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建立“燕京
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为夯
实学科建设，特邀费孝通、陶云逵、许烺
光、林耀华、瞿同祖、史国衡、王康等学术
专家来校任教，同时选留张之毅、田汝
康、谷苞等国内高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入
职工作。1940年 10月，为躲避日本飞机
轰炸，吴文藻及工作站迁至昆明郊区呈
贡，工作站设于魁星阁，“魁阁”也因而成
为当时和后人对这个学术团体的称号。

上世纪 30年代，费孝通确定了“志
在富民”的研究目标。他以中国农民的
经济生活作为其博士论文研究议题，将
经济生活作为“魁阁”学者群体的调查
研究主题，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完成了
《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
商业》（即《云南三村》）及《西南工业的
人才基础》《新工业中的艺徒》等调研成
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经济生活的
调查研究，如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论
个旧锡业》《役政与劳工》，张之毅的《榆
村经济》，谷苞的《化城村乡的经济传
统》，郑安仑的《堡村商业》等。不仅如
此，费孝通在美国访学期间（1943年 6
月至 1944年 7月）将“魁阁”学者的经济
生活研究编译成英文著作出版，成为国
际学界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人
类学研究的重要窗口。

为拓展西南历史、文化和地理研究，
1942年 3月，经多方努力西南文化研究
室得以建立，聘任方国瑜为主任，聘请本
校文史、社会两系相关教师为兼职研究
员。自此，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社会学
派与历史学派在云南大学汇聚，并为后
期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留下了许多重
要的研究成果。

“田野”中孕育出的实践成果

推动“田野调查”是贯穿云南大学
民族学学科建设，夯实实践成果的一条
主线。1948年春，杨堃接受云南大学聘
请出任社会系主任，组织师生开展了田
野调查、建立调查基地。1953年 3月院
系调整后，社会学系撤销，杨堃、江应樑
等转入历史系，在历史系组建中国少数
民族史教研室，继续推进民族调查和中
国民族史的教学科研。所有调研项目均
由各系主任亲自参与，真正体现了扎根

田野、家国情怀、学术理论与自主创新
的学科精神。同期招收了中国民族史副
博士研究生和本科学生，在深入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编写出《彝族史稿》《中国西
南历史地理考释》《傣族史》等系列研究
成果。

上世纪 40年代初期，李有义深入
路南多民族聚居区调查，于 1943年撰
写出《汉夷杂区经济》一书，用田野调查
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呈现了汉族与少
数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相互补
充的生动事实。随后由方国瑜带领青年
教师参与国家重大工程《中国历史地图
集》研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绘制出
各个历史时期云南的历史地图及其与
周边国家的边界。改革开放以后，陈庆
德带领经济民族学团队扎根“山野”，开
展了一系列涉及少数民族经济的调查
研究，完成了《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
《发展人类学》《民族文化资本化》《经济
民族学》等一批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成
果，建构起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
经济民族学理论体系。

从1999年末至2000年初，云南大学
整合全校各学科力量，对境内25个少数
民族进行“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
参与师生达130多人，完成《跨世纪云南
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丛书》。2003年联合
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实施“新世纪中国
少数民族农村调查”，完成了包括台湾高
山族在内的55个少数民族调查，推动了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从“书斋”向“田
野”的转变。

从2003年至今，云南大学民族学和
社会学学院在云南红河、丽江、大理、怒
江、德宏、西双版纳等地的少数民族农村
建立了14个调查研究基地。田野调查被
确立为民族学的核心研究方法，以及从
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必备的理论和实践
训练环节。

传承“学术报国”的发展研
究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维护国家领土安
全、破解边疆危机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当

务之急。为推进学术成果在边疆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云南大学民族学、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创立者吴文藻呼吁建
设“边政学”，开展边疆地区的调查研究
与加强边疆治理，并撰写《边政学发凡》
一文，建构起“边政学”学科框架。杨堃担
任社会系系主任期间，确定了重视边疆
社会研究的方针，强化了边疆地区调查
研究对于边疆治理的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
数民族研究中心获准为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方铁等致力于边
疆治理历史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随后
建立边疆学研究所，开展中缅、中老、中
越边境地区的调查研究，出版了《边疆
学研究丛书》。由田汝康亲自赴中缅边
境地区芒市傣族村寨调查撰写出的《芒
市边民的摆》，成为社会研究的重大成
果之一。从 2009年开始，云南大学西南
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积极开拓东南
亚新领域，推出《东南亚民族志丛书》多
部，以第一手田野资料为基础，探讨中
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族群互动、民族与国
家的认同与建构、社会文化的国家建构
等前沿性论题。

1996年，国家启动“211工程”建设，
云南大学民族学被列为重点建设学科，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先后获准民族学硕
士和二级学科博士、民族学一级学科博
士授权，设立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组织实施“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
调查”，设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
开设影视人类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组
织实施了“中国少数民族调查”“云南少
数民族调查基地建设”等大型项目；建成
人类学博物馆和影像人类学研究中心，
跻身全国民族学学科先进行列。

以“从实求知”为架构的学
科建设路径

云南大学民族学从创建起，就以“从
实求知”为学科建设的根本原则和知识
生产的基本路径，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
上。吴文藻提出“一面介绍健全的理论和

方法，一面提供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的
社会学中国化思路，并且形成了系统的
学术范式。费孝通把这一知识生产的路
径概括为“从实求知”。

在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
学创办初期，瞿同祖开设了运用社会学、
人类学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
法制史和中国社会史的课程《中国法律
与中国社会》，成为中国法律社会学和法
律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同时期，胡庆钧以
呈贡的基层政权作为对象进行调查研
究，完成《云南呈贡二村基层地方权力结
构》。改革开放以后，张晓辉等推进民族
法学和法律人类学研究，出版了《中国法
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少数民族习
惯法研究》《中国民族法学》等系列成果，
成为中国民族法学和法律人类学的研究
重镇。上世纪 40年代初，许烺光在滇西
调查时遇到霍乱爆发，他以高度的学术
敏感性及时展开调查，从民族学、人类学
的视角进行研究，撰写出著作《驱逐捣蛋
者》部分内容，成为中国医学人类学和民
族医学最早研究者之一。21世纪前后，
云南大学民族学学者致力于推动民族医
学、民族生态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
构和调查研究，出版了《医学人类学》《生
态人类学丛书》《艺术人类学丛书》等系
列成果，其中多部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
学界关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学学科
恢复重建，1978年中国民族史专业获得
国家首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
年获准设立人类学本科专业并于次年招
生，形成了“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
养体系。通过积极开拓包括南亚东南亚
及“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志调查研究、乡
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等系列重大课题，聚
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建构中国民族
学自主知识体系等内容，开展高层次学
术交流合作，承办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
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发起“东亚人类学
论坛”和“东亚山岳文化研究会”等国际
学术组织，云南大学民族学在发展中不
断强化社会责任，创新学科建设。一批批
学子名流积累下的学术经典、研究成果
奠定了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的基础。

2017年云南大学民族学被评为A+
学科并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
逐步建成“课堂+田野+语言+技术+艺
术”的“五维育人”模式，本科专业入选国
家首批“一流本科”。云南大学民族学的
发展历程，传承着一代又一代云大人对
家国情怀、学术理想孜孜不倦的求索精
神，镌刻着民族学师生不畏艰险、追本溯
源开展田野调查的深深足迹，留存下无
数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指引意义
的璀璨研究成果。

（作者系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民族学
博士生导师）

缪云台，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
动家，云南近代闻名遐迩的实业家，对云
南个旧锡业的振兴、云南地方经济的发
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缪云台在个旧锡务公司任职期间，广纳
英才，聘请专家改造设备，扭转了锡务公
司生产技术落后、连年亏损的局面，产品
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云锡”品牌得
以驰誉世界。

艰难摸索的个旧锡务公司

长期以来，锡业在云南地方经济中
占据了重要地位。晚清以来，云南地方政
府和主政者一直较为关注个旧锡矿的开
发，先后成立、改组公司，控制重要的矿
洞“厂尖”（采矿和选矿的场所），收购私
人厂尖炉号冶炼的锡矿，不断改进生产
方式。这一变革过程异常艰难，遭遇了很
多困难和阻碍。其间，官办锡业在推进机
械化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抵
制英、法隆兴公司对个旧矿产的掠夺，
个旧厅的厅丞雷元澍、个旧士绅李文
山筹集资本，筹办个旧厂官商公司。清
宣统元年（1909年），云贵总督改组个
旧厂官商有限公司，设立个旧锡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个旧锡务公
司）。公司虽然建立起来了，生产却遇
到诸多问题。以选矿厂为例，传统土法
选矿的工艺发展成熟，但生产效率低，
为提高竞争力，个旧选矿厂计划通过
引进机械设备提高选矿效率。派遣专
人到南洋产锡地考察后，个旧锡务公
司聘请了英国工程师可奈克和华特、
德国工程师斐劳禄，并向德国礼和洋
行购买了选矿等机械设备。1913年春，
随着洗砂、炼锡及索道等设备先后安
装完毕，公司开始正式投入生产。但由
于早期选厂矿料不足，水源和动力不
稳定，并不断遭到行业守旧派的抵制，
个旧锡务公司经营惨淡，亏损严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锡价上
涨，锡务公司得到了喘息发展的机会。

通过推进机械化生产革新，借鉴尝试
了多种时兴技术方案，以期解决选矿
工艺中的用水和原料运输问题，但选
矿产矿量仍然很少，两日尚不足选矿
厂一日之需。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锡价猛跌，个旧锡务公司的经营
陷入困境。到缪云台接手之前，公司入
不敷出，负债累累。

既请“洋先生”，又拜“土师傅”

留学美国、主修矿冶的缪云台于
1920年回国后便致力于报效家乡。他提
出了针对企业存在问题的《整顿个旧锡
务意见书》，以期改善当时债台高筑的
个旧锡务公司。彼时的缪云台虽然年
轻，却怀抱一个信念：我们既有矿藏，便
未入绝境，唯一的问题只是如何与别人
竞争，采炼矿石运销于市场而已。1920
年 12月 1日，缪云台被委任为锡务公司
总经理。

就任后缪云台首要的工作是设法
还清旧债，然后全力提高生产效率。除
了裁汰冗员、减少浪费，更重要的是改
革技术，恢复原有的新式设备。此间缪
云台雇佣本地工业学校的毕业生下矿
工作、鉴定标本，以锻炼储备人才，为
后期采用新法做准备。同时，采取提高
奖励来激励工人自觉提高技术水准。
缪云台从不因自己是留美的大学生而
自傲，相反，他经常深入矿场查看工作
进度，下班后与工人饮酒谈天，借此向
工人了解实际情况，并学习“土法”采
矿的经验。

在借鉴“土法”培养当地人才的基
础上，缪云台还设法聘用掌握先进技术
的外国专家。他认为自己的所学仅限于
坑道的修筑使用，对冲洗冶炼等技术并
不熟知，在炼锡领域更是缺乏实践经
验。他首先雇佣了外国工程师卓柏和麦
歇负责设计开凿马拉格竖井，搬迁蓝蛇
洞索道。同时特意安排了几名云南工业
学校的毕业生在外国工程师手下协作
工作。一番操作下，原来废置的空运索

道、洗砂厂、炼砂厂陆续恢复使用。任职
两年间，缪云台通过培养人才，使先进
的设备和技术真正应用到生产中，大大
降低了成本。

巧聘英国专家改革冶炼

1930年，时任云南省农矿厅厅长的
缪云台仍然记挂着个旧的锡业。基于之
前在个旧锡务公司任职的经历，缪云台
提出了个旧锡业的发展方向：提高冶炼
技术，直接外销，摆脱中间商人转手的剥
削。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困难很多，为此
缪云台从资源和方向上不断助力，为个
旧锡业的发展添砖加瓦。缪云台多次邀
请外国专家前来指导，由于多种原因，改
革冶炼技术的尝试都未有较大突破。通
过深入分析，缪云台决定聘请英国专家
前来指导，但英商对相关技术经验十分
保密，聘请计划遇到了阻碍。随后缪云台
向英国领事提出，云南有意扩大对英国

的锡的贸易，但必须增加生产，改进技
术，需要他们帮忙物色有经验的炼锡专
家。这才聘来了原在新加坡工厂主持工
作多年、已经退休的亚迟迪科先生。当时
有很多人认为请这位专家需要的费用太
高，而且既然原来的德国美国专家解决
不了问题，英国人也未必可以。缪云台力
排众议，花费 4000英镑，促成了亚迟迪
科来滇。

1932年，亚迟迪科来到昆明，缪云
台不仅亲自陪同，而且派了 3名工业学
校的毕业生做他的助手。亚迟迪科实践
经验十分丰富，他分析化验了一万多件
矿石标本，了解了个旧矿石的天然成色
后，又通过反复研究现有的德式设备，
于 3个月内完成了一份报告书，提出针
对当地矿石特征，重新建造一个炼厂，
可以实现就地冶炼 99.75%的高等洋
条。缪云台立即向省政府提议组建云南
炼锡公司，并亲自出任炼锡公司总经
理。1933年，炼锡公司正式投产，大锡外
销的渠道也已打通。为了及时获取市场
信息，缪云台还专门购买器材，从香港
聘请技术人员，在个旧建立贸易专用的
无线电台，实时与国际市场信息交互。
这些做法取得了很大成效，锡的产量和
销量大大提升。由于就地冶炼直接外
销，生产成本降低，锡务公司便提高了
收购砂矿的价格，本地矿商获益增加，
纷纷给予支持，个旧锡业的发展取得了
飞跃式的进步。

缪云台广聘人才发展锡业为我们
留下了有益的经验：第一，发展经济必
须重视人才，不应吝啬在人才上的投
资，尤其落后地区，更要充分利用有限
的人力资源。第二，人才选用要适应实
际发展的需要，不能盲目引入人才，导
致“水土不服”，形成资源浪费。第三，人
才选拔不分高低贵贱，理论成就高、学
富五车的人值得引进，深根一线、实践
经验丰富的同样也是宝贵的人才，应重
视人才梯队的建设。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
史、文献研究所）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的教科书
——读《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有感

李树泉

坚守家国情怀、学术理想与自主创新
——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史论

何明

缪云台：广纳英才振锡业
聂然/文 耿嘉/图

缪云台塑像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地
处云贵高原，境内最高山脉为云岭，最
高山峰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矗立其
中。卡瓦格博，藏语意为长者和智者的
尊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新世纪以
来，中共云南省委以“云岭先锋”作为
基层党组织建设品牌，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扎
根高原红土地，续写为边疆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壮丽史诗。
《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的出版为了
解、学习、研究云南党的组织工作历史
历程提供了丰富、生动、翔实的珍贵史
料，对云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常态化
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推动组织
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积极作用。

《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由 70余
万字的上下册书籍及 38集访谈专题
片组成，于2023年3月研究编纂、拍摄
制作完成，客观真实还原了自 1926年
云南第一个党组织建立到党的十八大
之前云南组织工作的历史脉络。

《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中记录
了这样的内容：1926年 11月 7日，昆
明平政街节孝巷 24号（今 55号）民宅
里，四位进步青年李鑫、吴澄、周霄、
杨静珊召开云南第一次党员会议，决
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会
议决定吴澄担任特支书记，杨静珊为
秘书，周霄、黄丽生为云南农民运动
特派员。还决定把周霄、黄丽生两家
作为特支日常工作机关。这一天是俄
国十月革命九周年纪念日，标志着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
党组织，在云南诞生了。从此，共产主
义理想的星光升起照耀在云贵高原，
指引着边疆各族儿女为实现美好理
想不懈奋斗的方向。

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早期共产主
义先驱者，走出云南，到上海、北京、广
州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
中国共产党组织，然后回到家乡，为着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中华民
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选择以工
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他们用自己的青
春热血，甚至年轻的生命，表达着对于

理想信念的赤胆忠诚。阅读《云南组织
工作口述史》，让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百
年历程中窥见云南的组织发展脉络。
这是一条贯彻百年的红色主线，印刻
着风雨兼程的变革之路，铭记着无数
共产党人的信仰征途。

纵观共产党组织在云南的近百年
发展历程，有很多居功卓伟，感人至深
的重大举措和动人故事，极大地推进
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

《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中少数民
族地区社会生活变化的相关素材，体现
了党在云南地方建设发展中的积极团
结作用，以耐心、真心、爱心让少数民族
群众真切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关怀。
1950年8月，党中央组织中央民族访问
团深入各少数民族地区，传达党和政府
对各族人民的关怀和慰问。中央民族访
问团第二分团（云南访问团）到达昆明，
省委组织部抽调30余位干部加入访问
团。随后，历时10个多月，先后访问9个
专区及42个县，行程2.63万公里，调查
民族情况，疏通民族关系，化解民族矛
盾，促进民族团结。有位彝族老人动情
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只有彝家下山
给官家服役缴粮，哪有官家上山给彝家
送礼的，世道真是变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共
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探索建立社会主义
新中国，遇到了很多风险和挑战，经历
了颇多曲折。不回避矛盾，不惧怕困
难，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
想路线，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变革和
发展，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崇高品
质和精神动力。

红星照耀着高原，幸福花开在西
南边疆的土地上。《云南组织工作口述
史》不仅具有考据源流、传承史料、资
政育人的作用，同时也是传递云南组
织工作优良作风的重要载体。以云南
组织发展历程中的优秀经验为引导，
深入挖掘云南组织工作亮点，讲好云
南组织工作故事，传承云南组工精神，
强化先锋带头作用，助推云南省党的
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红星照高原 云岭有先锋
——《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读后感

朱鸿召


